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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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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数据，运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Ｔ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

农地流转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可能路径，以及市场

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其影响作用的变化规律。 研究表明：社会网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农地转出

和转入；社会网络通过非农就业促进了农户农地转出，抑制了农地转入，非农就业在农地转出和转入

过程中分别发挥了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 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将促进农地转出和转入，同时市

场化进程弱化了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熟人间的农地转入市场已开始呈现出市场化的特

征。 因此，需要肯定社会网络在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再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在推进农地适度规模

经营的过程中，针对农地转出和转入的异质性，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发挥市场力量，出台引导

性的政策措施，避免“一刀切”式改革，防范农地流转内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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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路径，也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理论

和实践表明，农地流转能够提高土地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进而增加农业产

出和改善农户福利 ［１－２］ 。 早在 １９８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开始鼓励农地向种田能手集中；２０１３ 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

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连续十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土地流转进

行规范和引导。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为 ５．１２ 亿亩，
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 ３７％；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流转面积同比增长分别为１８．３％、
１０．８％、７．２％、６．９％。 尽管农地流转面积逐年提升，但实际流转主要对象为“村里的熟人” ，根据

“差序格局”理论，农村居民以己为中心，通过血缘、地缘等因素构建起个体和家庭的社会网

络 ［３］ 。 有研究表明，发生在亲朋、邻居以及其他普通农户之间的农地流转占全部流转合约的比

例将近 ９０％ ［４］ ，即流转租约主要为基于农村社会网络的关系型流转。
值得考虑的是，如果农地流转更多发生在生产效率相近的熟人之间，而不是家庭农场、种养

大户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那么较高生产效率的规模经营农户将形成得较慢，不利

于打破小规模和分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 ［５］ 。 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２０１３ 年底，经营耕

地 １０ 亩以下的农户有 ２．２６ 亿户，到 ２０１９ 年我国经营耕地 １０ 亩以下的农户仍有 ２．１ 亿户。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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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总体上看，尽管农地流转规模和比例逐年增加，但农业经营规模和格局并未发生明显改善。
同时，发生在亲戚、朋友和邻居等熟人之间的农地流转由于伴随着较多的口头协议和较低的农

地租金，被认为是一种具备人格化的非正式交易 ［６］ 。 有研究甚至指出，熟人间的农地流转无法

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不仅无益于提升农地配置效率，甚至可能抑制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７］ 。
现阶段，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家庭能够更多地享受到正式制度带来的福利，市
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利用价格、竞争以及收益分配等市场机制规范农地流转，推动分散的

小农户转出农地，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８］ 。 有学者指出，在市场机制下，农地市场流转比政

府干预更有效率，具备交易收益效应和边际产出拉平效应 ［９］ ，能够促进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再

配置 ［１０］ 。 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地流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已较为完善，能够实现精

准的供需匹配，进而显化农地的真实价值 ［１１］ 。 此外，有研究表明，在农地流转总量保持稳定的

阶段，熟人间的农地流转交易会出现市场化趋势 ［１２］ ：农地租金的增加提升了农地市场的竞争

性，价格机制促进农地流转中熟人交易的转型 ［１３－１４］ ，农地流转市场开始向非人格化和市场化的

方向发展 ［１５］ 。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正式制度开始趋于完善和合理的过程中，作为外生冲

击，市场化进程能够调节以往的农地流转机制，进而对整个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２０１５ 中的农村家庭为样本，从农地转出和转

入两个方面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并考察市场化进程的调节

作用。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理论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将中国分省份

市场化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匹配，从微观层面实证探讨社会网络和市场化进程对

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第二，从农地转入和转出两个方面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解释了社会网络

对农地流转影响的“黑箱” ，对“社会网络—中间传导因子—农地转入（出） ”的作用机制进行理

论和实证层面的探讨；第三，探讨了市场化加速背景下社会网络对于农地流转的影响作用变化

规律以及市场化进程对于农地流转熟人交易的冲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科斯定理，权利应当配置给更富有生产能力的主体，包括更具有生产效率或有利于降

低交易成本的人，这样总福利才会最大化 ［１６］ 。 由于当前我国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以及土地流

转价格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等问题，使得农

地流转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 ［１７］ 。 社会网络强调了家庭或个体之间的亲朋和邻里关系，及其互

动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关系网络 ［１８］ ，一般具备资本属性，许多文献将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交互使

用 ［１９－２０］ ，本文对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也不做区分。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根据交往时间、情感强度、相互信

任和互惠服务等特征，将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 ：“强关系”主要发生在交往频繁和

联系紧密的个体之间，一般具备情感和人情交换等特征；“弱关系”则多发生在社会经济特征不

同的个体之间，具有信息传播等功能 ［２１］ 。 Ｂｉａｎ 认为，尽管“弱关系”在传播信息方面具有比较优

势，但基于亲缘、血缘、地缘和友缘而形成的“强关系”社会网络能够在市场规则不完善的背景

下充当商业往来的重要机制 ［２２］ ，同时相较于“弱关系”而言，基于信任和义务的“强关系”更能

发挥“关系桥”的作用，例如有助于农户获取新的农业技术信息 ［２３］ 。 在本文中，将社会网络定义

为基于亲朋好友之间的“强关系”社会网络，具体考察“强关系”社会网络在推动农地流转过程

中的作用。 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选择到城市就业，基于交易双方之

间的信任和熟悉程度，将农地转给亲朋代为耕种成为避免农地抛荒和土肥流失的一个可行选

择。 因此，社会网络是人与人之间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反映了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同时作为

信任的基础和信息的传递渠道，是农地流转市场形成的逻辑起点。
第一，社会网络方便个体之间进行信息流通和交换。 农户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越能够和

不同圈子的个体建立联系，接触到多样化的信息 ［２４］ ，基于亲朋好友的社会网络有助于交易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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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土地流转信息共享渠道，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更具优势。 相对于社会网络较为丰富的个体，拥
有简单社会网络的农户为了扩大农地市场交易范围和促进土地流转交易达成，需要以更高的信

息费用来发出土地流转需求信息，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 第二，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户有效降低

交易过程中的协商成本。 虽然农村土地流转开始逐步趋于规范化和市场化，但大多数合约还是

发生在亲朋和邻居之间。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户选择到城市就业的概率增大，为了避免土地

抛荒，农户更多地选择将农地流转给亲朋或邻居代为耕种，同时以口头协议为主导的流转形式

降低了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协商成本 ［２５］ 。 第三，社会网络能够降低交易后的监督成本。 由于当

前土地流转相关法律尚未完善以及土地权属不清，存在较大的委托代理问题，即便签订合约，对
合约双方的外在约束依旧不足，因而增加了农地流转的隐性成本。 在中国农村，违约造成的声

誉损失将直接降低农户下一次寻求农地流转和参与合作的可能性，当诉诸法律的费用较高时，
在社会网络的软约束影响下，声誉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农户的违约概率 ［２６］ 。 因此，社会网络能够

使交易双方获取较为对称的信息，在以个人声誉为基础的前提下对口头协议形成约束机制，进
而提升农地流转概率。 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Ｈ１。

Ｈ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的社会网络越丰富，其转出或转入农地的概率越高。
社会网络除了可能直接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外，还可能通过非农就业的中间机制来影响农

地流转。 一方面，较为丰富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就业信息的发散与传播，减少农村劳动力非农就

业的搜寻成本，从而增加就业机会 ［２７］ 。 另一方面，由非农就业带来的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也

将影响农户家庭的农地流转行为。 对于非农就业家庭而言，由于劳动力外出导致家庭农业生产

能力下降，为了防止农地弃耕和抛荒，农户会更多地选择转出农地，获得租金收入，从而抑制了

农地转入 ［２８］ ；而具有农业生产能力比较优势的农户则会选择转入农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进
而提高农业收入，农业规模经营格局开始逐步形成，农地流转市场实现帕累托改进 ［２９］ 。 据此提
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Ｈ２。

Ｈ２：社会网络通过非农就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同时抑制农户转入农地。
市场化改革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经济增长

速度开始放缓，加上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市场化进程也存在较大差异 ［３０］ ，因此，市场化进程对

当地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尚未建立和健全的基础上，农
户往往借助于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来实现农地流转。 现阶段，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

进程的加速，正式制度逐步形成，并开始趋于完善和合理，原本封闭和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将遭

到冲击 ［３１］ ，因而社会网络承担的农地流转作用将受到影响。 此外，市场化进程加速了农村劳动

力转移 ［３２］ ，使得农村呈现“空心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网络的信息传播功能。 因

此，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化进程的冲击下，其作用开始逐步弱化，
即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与市场化进程带来的效果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替代关系。 据

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Ｈ３。
Ｈ３： 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的正向影响逐步减弱。
综上，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可用图 １ 表示。

图 １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机制

６３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０ 卷



三、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模型设定

为了准确测度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根据前文，按照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异质

性，将农户划分为农地转入户和农地转出户。 据此，本文采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农户是否转入和

转出农地的决策，模型设定如下：
ｙ∗ ＝ α１＋α２Ｓ＋α３Ｘ＋ε１ （１）

ｙ ＝
１　 如果 ｙ∗＞０
０　 如果 ｙ∗≤０{ （２）

同时，对于农地流转的具体数量，采取下限为 ０ 的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考察。 在转出方程中，以
下限为 ０ 上限为 １ 的 Ｔｏｂｉｔ 模型考察农地转出比例；在转入方程中，以下限为 ０ 的 Ｔｏｂｉｔ 模型考察

农户的农地转入面积。 Ｔｏｂｉｔ 模型设定如下：
ｙ∗ ＝ β１＋β２Ｓ＋β３Ｘ＋η１ （３）

ｙ ＝
ｙ∗ 　 如果 ｙ∗＞０
０　 如果 ｙ∗≤０{ （４）

在方程（１）和方程（３）中，ｙ∗为农户农地参与行为的潜变量（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 表示农户的

社会网络，Ｘ 为控制变量，表示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其他可能因素，包括户主个体情况、家
庭特征以及村居特征等；在方程（ ２）中，以 ｙ 表示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ｙ ＝ １ 表示参加，ｙ ＝ ０ 表

示未参加；在方程（４）中，以 ｙ 表示农户农地流转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模式设定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可观测变量以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形式

进入方程，其他促进农地流转的变量如果与社会网络有关，那以扰动项的形式进入方程会导致

结果有偏；同时农地流转的过程中也会拓宽农户的社会网络，即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 据此，本
文选取农户家庭所在城市（除农户家庭本身所在的村庄外）其他村农户家庭社会网络的平均值

作为工具变量，因为：第一，在同一个城市内，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基本一致，农户家庭社会网络

与同一个城市内（除农户所在村以外）其他村家庭社会网络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第二，相关研究

表明，将近 ９０％的农户选择将农地流转给同村的亲朋和村民 ［４］ ，本市内（除农户所在村以外）其

他村庄农户社会网络与农户家庭农地流转之间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即同一城市内（除农户所在

村以外）其他村家庭社会网络水平不会影响农户家庭的农地流转决策，同时没有理由和证据表

明农户家庭农地流转决策影响同一城市内（除农户所在村以外）其他家庭的社会网络水平。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 ＣＨＦＳ 调查样本

覆盖全国 ２９ 个省、２６２ 个县、１０４８ 个社区（村） ，调查样本覆盖范围广，涉及家庭人口统计学特

征（包括家庭人员基本信息、工作和收入情况） 、家庭资产与负债以及保险与社会保障等方面，
２０１５ 年，样本扩大到 ４００００ 余户，具有代表性。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处理数据的步骤如下：第一，按照家庭编号匹配个人问卷、家庭问卷和

地区问卷，同时，以省为单位，将《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２０１４ 年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与之

匹配，形成综合问卷。 第二，剔除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村居特征变量，如户主性别、受教育程

度、家庭耕地面积等变量数据缺失或记录为“不知道”的样本。 第三，由于本文的研究内容是农

户农地流转，在保留农村样本基础上，考虑到农户的农地流转选择可能不相互独立，农地转出的

选择可能会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入，同时，农地转入的选择也可能影响其农地的转出决策，即农户

在面临农地流转参与决策时，会有以下四种选择：既转入农地又转出农地、只转入农地、只转出

农地以及既不转入又不转出农地，即（１，１） （１，０） （０，１）和（ ０，０）四种可能的结果。 经过查验，
在全样本中，同时参与农地转入和转出的农户很少，仅 ４３ 户，因此将此部分农户删除。 经过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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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最终得到 １０１４３ 个样本。
（三）变量选择

１．因变量

本文对样本农户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行为分别进行统计，同时为了更精准地测度农户农地

流转的参与程度，客观地反映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引入土地流转参与率，分别以农地转出比例

和转入规模表示，并将其作为农地流转方程中的因变量。
２．自变量

在当前中国农村，农地流转多数在村内部进行，以亲缘和友缘为基础的农地流转市场仍旧

占主导地位，对于农户而言，社会网络同时具备资本属性，能够传播交易信息、帮助扩大市场范

围和引导农户经济行为和决策，因此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本文中，以家庭

礼金往来衡量社会网络，包括“春节、中秋节等节假日以及红白喜事”礼金收入与支出之和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即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
３．控制变量

以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衡量户主特征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男性户主风

险偏好程度越高，转入（出）农地的意愿越高（低） 。 随着农户年龄的增加，农业生产经验和家庭

责任感开始增强，农户倾向于扩大投资以增加家庭福利，通过转入农地扩大农业生产的需求更

大，因此户主年龄与其农地转入（出）之间可能正（负）相关。 户主受教育年限衡量的是与农地

流转相关的信息获取成本，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越强，获取农地流转

价格、交易等方面的信息成本越低，参与农地流转的可能性越大。 户主政治面貌衡量的是政府

农地流转政策的响应程度，户主为党员越有可能响应当前政府的农地流转政策，进而参与农地

流转。 以 ２０１４ 年家庭实际耕地面积和家庭农业机械价值衡量家庭农业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
其中，２０１４ 年家庭实际耕地面积反映了农户家庭生产规模，实际耕地面积越大的家庭农业生产

经营规模越大，农户转入农地扩大投资规模的可能性也越大。 家庭农业机械价值越高，其生产

能力越强，通过转入农地扩大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也越高。 同时，以农户家庭所在村贫困户占比

和村居信任程度作为村居经济水平和村居信任程度的代理变量，以考察经济水平和信任的同群

效应对于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 即考察在一个村内，如果在经济水平较高和人们之间的信任程

度较高的农村农地流转现象较多（少） ，则某单个家庭更有（无）可能参与农地流转。 同时，引入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虚拟变量对区域差异性进行控制。 值得考虑的是，由于不同地区社会环

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礼金水平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因此本文在控制东部、中部和西部

的基础上，增加三个省级层面变量进行控制，包括 ２０１４ 年样本所在省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

和城镇化率。
４．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农户家庭社会网络越丰富，越有可能为其从事非农就业提供信息支持和渠道支撑；同时家

庭非农就业率越高，越有可能转出农地，从事附加值更高的非农工作，转入农地的可能性降低，
因此，选择家庭非农就业率作为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农地流转的中介变量。 随着市场化进程

加速，农地流转市场开始发生“熟人—半熟人—市场化”转化趋势，原先的社会网络影响力减弱，
市场力量增强。 因此，在本文中，根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引入全国分省份 ２０１４ 年

市场化综合指数，反映了宏观环境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农户农地流转中的可能性，
同时考察其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

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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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变量定义及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描述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是否流转 转出或转入农地 ＝ １；没有转出和转入农地 ＝ ０ ０．２４７６ ０．４３１７
　 是否转出 是 ＝ １；否 ＝ ０ ０．１１０３ ０．３１３３
　 是否转入 是 ＝ １；否 ＝ ０ ０．１３７３ ０．３４４２
　 转出比例 转出农地面积 ／ 家庭承包地面积 ０．０５０７ ０．１５６１
　 转入规模 农地转入规模 ／ 亩 ２．１３０６ １６．０４０１
自变量

　 社会网络 家庭 ２０１４ 年春节、中秋节等节假日以及红白喜事礼金收支之和
的自然对数

５．６２８０ ３．６０９３

控制变量

　 年龄 户主年龄 ／ 岁 ５５．４６０２ １２．５２７５
　 性别 户主性别：男 ＝ １；女 ＝ ０ ０．８７９３ ０．３２５８
　 教育 户主受教育年限 ／ 年 ６．９９０５ ３．４５８２
　 党员 党员 ＝ １；非党员 ＝ ０ ０．１１３３ ０．３１７０
　 耕地面积 ２０１４ 年家庭实际耕地面积 ／ 亩 ９．８２０６ ３８．３９１６
　 农业机械 家庭农业机械价值 ／ 万元 ０．２９４７ ２．３９５９
　 村居经济水平 该村贫困户占比 ０．１６５０ ０．１４２５
　 村居信任程度 该村对医生、教师、科学家和律师四类人信任程度：一类 ＝ １；二

类 ＝ ２；三类 ＝ ３；四类 ＝ ４
２．９０３８ ０．５００９

　 省级经济发展水平 样本所在省 ２０１４ 年人均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 １．４９８１ ０．３２５８
　 省级产业结构 样本所在省 ２０１４ 年第二产业产值 ／ 地区生产总产值 ０．４７７０ ０．０５５７
　 省级城镇化率 样本所在省 ２０１４ 年城镇人口比重 ０．５４３１ ０．０８５４
　 东部 样本所在地区：东部 ＝ １；其他 ＝ ０ ０．３５７５ ０．４７９３
　 中部 样本所在地区：中部 ＝ １；其他 ＝ ０ ０．３４４８ ０．４７５３
　 西部 样本所在地区：西部 ＝ １；其他 ＝ ０ ０．２９７７ ０．４５７３
中介变量

　 非农就业 家庭非农就业人数 ／ 劳动力人数 ０．５００６ ０．３９８８
调节变量

　 市场化 样本所在省 ２０１４ 年市场化指数 ６．８４９４ １．６３８９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本文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３ 软件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进行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模型中社会网络的系数为

０．０３９２，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 ２） ，表明社会网络促进了农地流转。 结合边际效应来看，家庭

礼金收支总和每增加一个单位，农地流转的概率增加 １．２０％。 市场化的系数为 ０．０６１６，在 １％的

水平上显著，边际效应为 ０．０１８９，说明市场化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农地流转概率增加 １．８９％。
村居经济水平系数为－ ０． ３１７８，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农

村，一方面农户缺乏经济实力转入农地扩大农业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农户更多地将农地视为重

要的生产资料和养老保障，不愿意转出农地，因此较低的村居经济水平抑制了农地流转。 村居

信任程度变量在 １％的水平上正向显著，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信任程度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

成本，促进农地流转。 在户主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中，除户主性别、家庭耕地面积和家庭非农就

业率以外均不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因变量考察的是农户家庭的农地流转情况，户主个体和

家庭特征对于农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方向相反，导致在考察农地流转时不显著，因此在下文中

结合农地流转方向的异质性进行分析。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①，社会网络促进了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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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地流转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Ｗａｌｄ 检验值为 ３．２８，在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社会网络为外生变量”
的原假设，印证了引入工具变量的必要性，当然无论是否加入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核心变量社会网络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弱工具变量 ＡＲ 检验和 Ｗａｌｄ 检验的卡方值分别为 １９．０８ 和 １９．１４，均在 １％的水平上拒绝“社会网络与工具变量不相关”的原

假设，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此外，下文对农地转出和转入的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ＩＶ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工具变量检验也均通

过，在文中不再赘述。



流转，家庭非农就业率、村居特征以及市场化控制变量方向和显著程度与前文一致。
表 ２　 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社会网络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４３）

年龄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性别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１３８）

教育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５）

党员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３６）

耕地面积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农业机械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０）

非农就业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７９４∗∗（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１１４）

村居经济水平 －０．３１７８∗∗∗（ ０．１１００） －０．０９７５∗∗∗（ ０．０３３７） －０．２６２２∗∗（ ０．１１５４）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３５３）

村居信任程度 ０．２４００∗∗∗（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７３６∗∗∗（ ０．００９３） ０．２３０１∗∗∗（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０９５）

市场化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６０８∗∗∗（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０４５）

地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９４２９∗∗∗ － －２．０３９６∗∗∗ －

（０．２５１７） － （０．２５４９） －

Ｗａｌｄ 卡方值 ３２３．０１ ２６８．０７

Ｐ 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表示标准误，下表同。

（二）社会网络对农地转出和转入的影响

表 ３ 的估计结果显示，不论采用 Ｐｒｏｂｔｉｔ 模型还是 Ｔｏｂｉｔ 模型，社会网络与农户农地转出呈显

著正相关，这一点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在 １％的显

著水平下促进了农地流出，从边际效应来看，当年家庭礼金收支总和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农地

转出概率增加 ０．５３％。 市场化进程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边际效应为 ０．００６０，说明市场化指数

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将增加 ０．６０％。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

变量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和市场化分别在 １％和 ５％的显著水平上促进农地转出。 因此，我们有

理由相信，社会网络越丰富，农户越有可能获得农地流转相关信息，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

本，同时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起到事后监督作用，促进了农村家庭的农地转出；随着农村市

场化进程的加速，农地流转相关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开始逐步形成，优化了农地资源的再配

置。 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Ｔｏｂｉｔ 模型中，户主年龄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中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户

主年龄的增加，对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认知增强，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降低。 户主性别与农地

转出行为负相关，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男性户主更多地将农地视为家庭生活保障的一部分，在当

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农地可以起到保障家庭基本生活和养老的作用。 户主受

教育程度与农地转出正相关，说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响应政府的农地流转政策，也
越有可能转出农地，从事其他高附加值的工作。 家庭农业机械价值与农地转出负相关，在 １％水

平上显著，说明农业机械越多，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越高，转出农地的概率越低。 家庭非农

就业率与农地转出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了非农就业仍旧是农地转出的重要影响因素。 村居经

济水平在 １％水平上负向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对于较为贫困的农户而言，土地仍是农户重要

的生产资料，能够保障其基本生存需求，农户的转出意愿较低；村居信任程度正向显著，说明以

信任为基础和纽带能促进农地转出。 此外，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Ｔｏｂｉｔ 模型中，尽管户主政治面貌不

显著，但是影响方向与预期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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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社会网络对农地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影响

变量
是否转出 转出比重 是否转入 转入规模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Ｔ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Ｔｏｂｉｔ

社会网络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０７３∗∗∗ １．７３４７∗∗∗

（ ０．００５２） （ ０．０００９） （ ０．００４０） （ ０．００５０） （ ０．００１０） （ ０．２５２０）

年龄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０３５∗∗∗ －０．８３３４∗∗∗

（ ０．００１６） （ ０．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１３） （ ０．００１５） （ ０．０００３） （ ０．０７８８）

性别 －０．０９６０∗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９７７∗∗ ０．２５９６∗∗∗ ０．０５３０∗∗∗ １２．４７９６∗∗∗

（ ０．０５２４） （ ０．００９３） （ ０．０３９９） （ ０．０５８６） （ ０．０１１９） （ ２．９７５４）

教育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０２８∗∗ －０．４５２１

（ ０．００５５） （ ０．００１０） （ ０．００４４） （ ０．００５４） （ ０．００１１） （ ０．２７５３）

党员 ０．０８００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６２７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３３ ０．３８９７

（ ０．０５２７） （ ０．００９３） （ ０．０４１０） （ ０．０５３３） （ ０．０１０９） （ ２．６６５５）

耕地面积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６７０∗∗∗

（ ０．０００４） （ ０．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０４） （ ０．０００４） （ ０．０００１） （ ０．０１６５）

农业机械 －０．４２７５∗∗∗ －０．０７５８∗∗∗ －０．３４９０∗∗∗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０４２∗∗ １．６１１０∗∗∗

（ ０．１０３６） （ ０．０１８２） （ ０．０５３１） （ ０．００８９） （ ０．００１８） （ ０．２３５９）

非农就业 ０．４７５７∗∗∗ ０．０８４４∗∗∗ ０．３６０４∗∗∗ －０．６０３５∗∗∗ －０．１２３３∗∗∗ －２８．６３１９∗∗∗

（ ０．０４６４） （ ０．００８３） （ ０．０３６６） （ ０．０４４１） （ ０．００８９） （ ２．４０４７）

村居经济水平 －０．４６３６∗∗∗ －０．０８２２∗∗∗ －０．３７１２∗∗∗ －０．１５８９ －０．０３２４ －８．９６２２

（ ０．１３７２） （ ０．０２４４） （ ０．１１１９） （ ０．１２８９） （ ０．０２６３） （ ６．７５１０）

村居信任程度 ０．１１２０∗∗∗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７７９∗∗∗ ０．２７２０∗∗∗ ０．０５５５∗∗∗ １１．８４０１∗∗∗

（ ０．０３６７） （ ０．００６５） （ ０．０２９０） （ ０．０３７２） （ ０．００７６） （ １．８６４２）

市场化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５１０∗∗∗ ０．０１０４∗∗∗ ０．８３０３

（ ０．０１８３） （ ０．００３２） （ ０．０１４０） （ ０．０１７６） （ ０．００３６） （ ０．８８４４）

地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７１３３∗∗∗ － －２．９６４０∗∗∗ －１．０１４９∗∗∗ － －５４．６４８７∗∗∗

（ ０．３１９７） － （０．２６９１） （ ０．２９７８） － （１４．９７９９）

Ｗａｌｄ 卡方值 ３５１．９１ ４５９．８２ ４９１．２６ ３５６．４２

Ｐ 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关于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决策的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一

致，即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Ｔｏｂｉｔ 模型都显示（表 ３） ，社会网络与农地流入显著正相关，其中的一个合

理解释是，社会网络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农户转入农

地。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当年农户家庭礼金往来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入的概率

会增加 ０．７３％。 市场化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边际效应为 ０．０１０４，说明市场化指数每增加一

个单位，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将增加 １．０４％。 户主年龄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随着户主

年龄增加，农业生产规模化种植的需求降低，越不倾向于转入土地。 户主性别与农地流入行为

显著正相关，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男性农户风险偏好程度较高，更愿意转入农地，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经营也需要男性来从事“体力活” 。 户主受教育水平在 ５％的水平

上负向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更能注重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从而

抑制了农地转入。 家庭耕地面积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家庭耕地面积的

增加，农户将更有可能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转入农地的可能性增加。 家庭农业机械价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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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转入概率呈正相关，在 ５％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转入

更多的农地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实现规模经济。 家庭非农就业率与农地流入在 １％的水平上显

著负相关，说明随着家庭非农就业率的增加，农户可以从非农就业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农户

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概率降低。 村居信任程度与农户农地流入呈正相关，在 １％的水

平上显著，说明信任程度是促进农地流转的一个必要条件。 此外，在 Ｔｏｂｉｔ 模型中，尽管户主受

教育程度和市场化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影响方向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相一致①。

五、中间作用机制验证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既促进了农地转出，又
促进了农地转入。 为了检验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本文借鉴温忠麟、叶宝娟的做

法 ［３３］ ，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结合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异质性，分析社会网络与农户农地流转之

间的作用机制。 模型设定如下：
Ｔ ｉ ＝ ｃＳ ｉ＋αＸ ｉ＋ε ｉ１ （５）
Ｍ ｉ ＝ ａＳ ｉ＋βＸ ｉ＋ε ｉ２ （６）

Ｔ ｉ ＝ ｃ′Ｓ ｉ＋ｂＭ ｉ＋γＸ ｉ＋ε ｉ３ （７）
其中，Ｔ ｉ表示农户 ｉ 的农地流转情况，包括转入或转出，Ｓ ｉ表示农户的社会网络，Ｘ ｉ表示一系

列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控制变量，Ｍ ｉ表示农户家庭的非农就业率，以家庭非农就业人数与家庭

劳动力人口之比衡量。 ａ、ｂ、ｃ、ｃ′为待估参数，ε ｉ１、ε ｉ２、ε ｉ３为随机扰动项。 α、β、γ 为控制变量的估

计系数。 中介效应模型的具体检验程序如下：①检验方程（ ５）中的系数 ｃ，若显著则按照中介效

应立论，若不显著按照遮掩效应立论。 但无论 ｃ 是否显著，都继续进行后续检验。 ②检验方程

（６）中的系数 ａ 和方程（７）中的系数 ｂ，如果 ａ 和 ｂ 都显著，则间接效应显著，转至第四步；若 ａ
和 ｂ 中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继续第三步检验。 ③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直接检验 Ｈ０：ａｂ ＝ ０。 若显著则

间接效应显著，继续第四步的检验，若不显著则间接效应不显著，停止检测。 ④检测方程（ ７）中

的系数 ｃ′，若不显著则直接效应不显著，只存在中介效应，若显著则直接效应显著，继续第五步

的检验。 ⑤比较 ａｂ 和 ｃ′的符号，若同号则属于部分中介效应，若异号则属于遮掩效应。
同时，本文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分析市场化进程在社会网络与农地流转之间的调节作用。

模型设定如下：
Ｔ ｉ ＝ αＳ ｉ＋βＭｋｔ ｉ＋χＳ ｉ∗Ｍｋｔ ｉ＋δＸ ｉ＋ε ｉ４ （８）

对于（８）式，如果市场化进程和社会网络交互项 Ｓ ｉ∗Ｍｋｔ ｉ系数显著为负，同时相对于不加入

交互项的基准方程，如果模型的解释程度变高，则意味着市场化进程弱化了社会网络对于农地

流转的影响。
从表 ４ 可以看出，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系数为 ０．０３９０，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社会网

络对家庭非农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 ０．００３７，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以推断，社会网络促进

了家庭农地流转和非农就业。 在农地流转方程中，引入非农就业变量后，社会网络在 １％的显著

水平正向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同时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为负，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因此，总体上看，社会网络促进了家庭农地流转和非农就业，同时非农就业抑制了农地流转，非
农就业在社会网络促进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发挥了遮掩效应。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非农就业

对于转入和转出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在下文中结合农地流转方向的异质性，进行具体分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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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加入工具变量后，Ⅳ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Ⅳ 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都显示，社会网络依旧促进了农地转出或转入，其余控制变

量方向和显著水平也基本与前文一致，因此前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限于篇幅，未在文中显示。
在社会网络对于农地流转的中间作用机制分析中，其他变量方向和显著程度与前文基本一致（表 ４—表 ９） ，由于篇幅

受限，不一一赘述。



表 ４　 “社会网络—非农就业—农地流转”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是否流转 非农就业 是否流转（引入非农就业）

社会网络 ０．０３９０∗∗∗（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０４１）

非农就业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３７５）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从表 ５ 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系数为 ０．０３０８，在 １％的

水平上显著；农户社会网络对家庭非农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 ０．００３７，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因此

可以判断，随着农户社会网络的增加和扩展，农村家庭非农就业概率提高。 引入中介变量家庭

非农就业率后，社会网络在 １％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了农户的农地转出，同时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

的影响为正，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从农地转出规模的中介效应检验来看，社会网络提升了农户

农地转出比重，非农就业也促进了农户农地转出比重的提升。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网络

的丰富增加了农村家庭非农就业概率，从而促进了农村家庭农地转出，非农就业在社会网络影

响农地转出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表 ５　 “社会网络—非农就业—农地转出”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非农就业 是否转出
是否转出

（引入中介变量）
转出比重

转出比重

（引入中介变量）

社会网络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２１９∗∗∗（０．００４０）

非农就业 ０．４７５７∗∗∗（ ０．０４６４） ０．３６０４∗∗∗（０．０３６６）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从表 ６ 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０．０３４４，同时社会网络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为正，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在农地转入方程中引

入非农就业变量后，非农就业系数为－０．６０３５，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我们可以判断，非农

就业抑制了农户的农地转入。 从农户农地转入规模的角度来看，社会网络促进了农地转入和非

农就业，非农就业抑制了农地转入，遮掩了社会网络对农地转入的正向影响，即社会网络对于农

地转入的直接影响为正，社会网络通过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的间接影响为负。 在加入非农就业

变量后，农地转入方程中社会网络的系数由 ０．０３３４ 增加至 ０．０３５７，农地转入规模方程中社会网

络系数由 １．６５３７ 增加至 １．７３４７，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非农就业增加了社会网络与农地转入之间

的总效应，在社会网络影响农地转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遮掩效应，即在控制了非农就业后，社会网

络对农地转入的影响将增大。
表 ６　 “社会网络—非农就业—农地转入”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非农就业 是否转入 是否转入 转入规模 转入规模

社会网络 ０．００３７∗∗（０．００１５） ０．０３３４∗∗∗（０．００４９） ０．０３５７∗∗∗（０．００５０） １．６５３７∗∗∗（０．２５０７） １．７３４７∗∗∗（０．２５２０）

非农就业 －０．６０３５∗∗∗（０．０４４１） －２８．６３１９∗∗∗（２．４０４７）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同时，考虑到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普遍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农地流转方程中为

了同时兼顾社会网络和非农就业的内生性，以农户家庭所在城市（除农户家庭本身所在的村庄

外）其他村农户家庭社会网络的平均值作为社会网络的工具变量，以农户家庭所在城市（除农

户家庭本身所在的村庄外）其他村农户家庭非农就业率的平均值作为非农就业的工具变量，进
行多个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回归。 结果显示（表 ７） ，在农地流转方程中，社会网络促进了农地

流转，非农就业促进了农地转出，抑制了农地转入，在农地转出和转入过程中分别发挥了中介效

应和遮掩效应。 因此，上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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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同时考虑社会网络和非农就业内生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检验

变量 是否流转 是否转出 转出比重 是否转入 转入规模

社会网络 ０．０６５０∗∗∗（０．０１４８） ０．０７５２∗∗∗（０．０１８５） ０．０５４０∗∗∗（０．０１４３） ０．０４１８∗∗（０．００４９） ２．０７６７∗∗（０．８８８０）

非农就业 －０．４５３４∗∗∗（０．１１８７） ０．４７５１∗∗∗（０．１４５８） ０．３６２０∗∗∗（０．１１２８） －１．３１０８∗∗∗（０．１４６３） －６８．１３２３∗∗∗（７．４５００）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进一步，为了反映市场化进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市场化进程对社会网络影响

农地流转的调节作用，在模型中加入社会网络与市场化指数的乘积项进行回归。 为了避免出现

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对关键解释变量社会网络、调节变量市场化指数和交互项进行了中心

化处理，实证结果如表 ８ 所示。 农地流转方程的调节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市场化与社会网

络的交互项在 １０％的水平上负向显著，与不加入交互项的基准模型相比，调节效应模型的 Ｒ２增

加了 ０．０００３，模型的解释程度得到提升。 因此，总体上看，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将弱化社会网络

对于农地流转的影响。 结合农地流转方向的异质性来看，在农地是否转出和转出比例方程中，
市场化指数分别在 １０％和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可以判断，市场化进程促进了农地转出，
社会网络与市场化的乘积项符号为负，但不显著，同时DＲ２ ＝ ０，说明加入交互项后模型的解释能

力并没有得到提升，因此市场化进程并没有强化或弱化社会网络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在农地是

否转入方程中，市场化指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进程提升了农户的农地转入概

率，尽管在农地转入规模方程中，市场化指数系数不显著，但影响方向与预期一致。 通过与不加

入社会网络和市场化变量交互项的基准模型对比，发现在农地是否转入和转入规模方程中，Ｒ２

分别增加 ０．０００７ 和 ０．０００３，调节效应模型的解释能力得到提升。 同时，在农地是否转入和转入

规模方程中，社会网络和市场化指数的乘积项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市场化进程弱

化了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农地转出市场，社会网络的作用

并没有被强化或弱化，以亲缘、友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在农地转出过程中依旧重要；在农

地转入市场，以“熟人”以及信任为基础的农地流转市场开始向“熟人—半市场化—市场化”方

向迈进，社会网络的作用开始减弱，土地流转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开始初步形成。 换句话

说，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会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促进农地转出和

转入，但当市场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力量会弱化社会网络对于农地转入的作用。 据

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市场化进程对农地转出市场和农地转入市场的形成与发育的影响具有异

质性。
表 ８　 市场化进程对社会网络影响农地流转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农地流转 农地转出 农地转入

是否流转 是否转出 转出比例 是否转入 转入规模

社会网络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３５１∗∗∗ １．７０５４∗∗∗

（０．００４１） （ ０．００５３） （ ０．００４０） （ ０．００５０） （ ０．２５１９）

市场化 ０．０６０４∗∗∗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５０８∗∗∗ ０．８３５７

（ ０．０１４８） （ ０．０１８４） （ ０．０１４０） （ ０．０１７７） （ ０．８８７１）

社会网络∗市场化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２∗∗ －０．３４７７∗∗

（０．００２４） （ ０．００３１） （ ０．００２２） （ ０．００３０） （ ０．１５３８）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DＲ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３

观测值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是基于地缘、血缘、友缘等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村庄内各主体间

社会网络越强，对内部交易越有利。 为了反映市场化进程对于异质性农地流转交易主体的影

响，将农地流转对象为本村普通农户的定义为熟人，将非本村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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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或企业等定义为非熟人。 此处使用多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农地流转设定方式为：无流转 ＝
０（基线） ，非熟人间流转 ＝ １，熟人间流转 ＝ ２，同时将社会网络、市场化以及社会网络和市场化的

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对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于农地流转的调节效应进行再检验，实证

结果如表 ９ 所示①。 可以发现，社会网络促进了农地流转，在非熟人间的农地流转市场，市场化

进程、社会网络和市场化交互项为正，但不显著；在熟人间的农地流转市场，市场化进程对于熟

人间农地流转影响系数为 ０．１００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熟人间的农地

流转，同时社会网络和市场化交互项系数为－０．０１３２，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DＲ２ ＝ ０．０００６，说明市

场化进程弱化了熟人间以往凭借社会网络流转农地的方式。 结合农地流转方向的异质性来看，
在农地转出市场，市场化进程促进了非熟人间的农地转出，对于熟人间的农地转出影响为正，但
不显著，同时市场化进程并没有强化或弱化非熟人间或熟人间社会网络对于农地转出的影响。
在农地转入市场，市场化进程对于非熟人间农地转入影响不显著，对于熟人间农地转入影响系

数为 ０．１１３１，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熟人间农地转入市场的发育与

完善，同时在熟人间农地转入市场，社会网络和市场化交互项为－０．０１６５，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DＲ２ ＝ ０．０００９，说明市场化进程弱化了社会网络对于熟人间农地转入的影响，熟人间的农

地转入已开始呈现市场化的特征，这一点与仇童伟等 ［１３］ 研究结论相一致。
表 ９　 考虑农地流转交易主体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农地流转 农地转出 农地转入

非熟人间 熟人间 非熟人间 熟人间 非熟人间 熟人间

社会网络 ０．０８５４∗∗∗ ０．０６３１∗∗∗ ０．０８５２∗∗∗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６４８∗∗∗

（ ０．０１６４） （ ０．００７８） （ ０．０２０７） （ ０．０１１６） （ ０．０２８８） （ ０．０１０１）

市场化 ０．０７８９ ０．１００４∗∗∗ ０．１５８６∗∗ ０．０３１２ －０．１４０８ ０．１１３１∗∗∗

（ ０．０５４７） （ ０．０２７７） （ ０．０６８５） （ ０．０４０４） （ ０．０９６１） （ ０．０３４８）
社会网络∗
市场化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６５∗∗∗

（ ０．００９６） （ ０．００４６） （ ０．０１２０） （ ０．００６７） （ ０．０１７０） （ ０．００６１）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DＲ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９

观测值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１４３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２０１５ 数据，运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Ｔ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社会网络

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可能路

径，以及市场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其影响作用的变化规律。 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社会网络降

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农地转出和转入，同时，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以及村居经

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也能够促进农地流转；第二，社会网络通过非农就业促进了农户农地转出，抑
制了农地转入，非农就业在农地转出和转入过程中分别发挥了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第三，农村

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将会促进农地转出和转入，同时市场化进程弱化了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

入的影响，熟人间的农地转入市场已开始呈现市场化的特征。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地区，应当继续重视社会

网络对于农地流转的影响，提升基层农村信息公开程度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发挥社会网络对于

促进非农就业以及土地资源再配置的积极作用。 进一步重视市场化进程的作用，积极推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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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以及农地流转价格机制的完善，在农村要素市场改革的同时强化市场的激

励与约束机制。 此外，应该注意到市场化进程对于农地转入市场和农地转出市场影响的异质

性，在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的同时兼顾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基

础上，出台引导性的政策措施，避免“一刀切”政策，以期提升农地资源再配置效率，防范农地流

转内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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